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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

马俊峰　 徐子尧∗

　 　 摘要　 本文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

文化，结合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

响。 研究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途径，减少

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与意愿，尤其是对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乡—城”流动

和流入南方地区的移民创业抑制作用更明显。 在控制遗漏变量、采取工具变量法和大量稳健

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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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推进的阶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 年城镇人

口比重为 ６３．８９％，比 ２０１０ 年提升了 １４．２１％。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提高外来

人口就业收入和公共服务可获得性，扩大城镇消费群体、优化消费结构和释放消费潜

力，还有利于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激发维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 近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城镇化问题，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 推进以人

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的延伸，关键在于促成外来移民全面融入迁入城市，实现外来移民

“职业、地域和身份”的三重转变（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①。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公报，２０２０ 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 ９．０２ 亿人，城镇户籍人口 ６．４１ 亿人，非城镇户籍外来移

民 ２．６１ 亿人②，如果要达到发达国家 ８０％—９０％的城镇化率③，至少还需 ２．２８ 亿农民进

城定居。 如何缓解规模近 ５ 亿的外来移民融入城市社会过程中面临的正式与非正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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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重转变：职业上从农业到非农业、地域上从农村到城镇、身份上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②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２０２０ 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４５．４％，可得城镇户籍人口约为 ６．４１ 亿人。
③ 根据联合国人居署数据，２０２０ 年，亚洲发达国家中日本和韩国城镇化率分别为 ９１．７８％和 ８１．４１％，欧洲发达国家

中丹麦、瑞典、芬兰、英国、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城镇化率分别为 ８８． １２％、８７． ９８％、８５． ５２％、８３． ９０％、
８２．９７％、９８．０８％、９２．２４％和 ９１．４５％，美洲发达国家中美国和加拿大城镇化率分别为 ８２．６６％和 ８１．５６％。 即便同为

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城镇化率也为 ８７．０７％，比中国 ６３．８９％的城镇化率高 ２３．１８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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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约束，不仅事关社会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等中短期目标，更关乎社会长治久安

和共同富裕等远景目标。
从制约移民融入城市社会的正式制度来看，户籍壁垒起直接和主导作用①。 户籍制

度导致了城乡二元分割，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万海远和李实，２０１３），降低了移民收入

水平、阻碍了移民创业（Ｃｈｅｎ 和 Ｈｕ，２０２１）。 为了加速推进城镇化，２０１４ 年开启了新一

轮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的区分和执行新迁入证制度等获得

了部分成效，可以预见未来阻碍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会逐渐减少。 随着正式制度约束

的减轻，城乡一体化水平逐渐提高，城乡融合面临的未来挑战更多的来自文化等非正式

制度约束。 其中，较为突出的矛盾是依托传统乡土社会而生的“乡村宗族文化”与依赖

现代城市社会而存在的“城市宗族文化”之间的碰撞。 如何化解这种“文化冲突”引起

的矛盾，推动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已成为各级政府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不可回避的

问题。
现代城市社会是陌生人构建在社会契约基础上的有机体，主张个体独立，人际关系

主要受正式制度影响（Ｇｒｅｉｆ 和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１０）。 不同于现代城市社会，传统乡土社会建

立在深厚的血缘关系基础上，主要借助非正式制度维护社会成员关系。 两种不同形态

的文化能否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实现有机融合？ 又是否会通过社会融入渠道作用于移

民创业行为与意愿？ 这是本文主要的关注点。 现有文献聚焦于考察方言技能（Ｗｅｉ 等，
２０１９）、企业家资本代际传承（周敏慧等，２０１７）等微观特征和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

（Ｃｈｅｎ 和 Ｈｕ，２０２１）、地区差距（叶文平等，２０１８）、城市包容性（周颖刚等，２０２０）、移民多

样性（余玲铮等，２０２１）等宏观因素对移民创业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流入地宗族文化如

何影响移民创业。 宗族作为儒家伦理在基层社会组织层面的表达，其形成的宗族文化

突出族内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注重圈子内协调合作，强调家庭政治、经济地位和族众

凝聚力，具有明显的排外性特征，可能会阻碍外来人口融入本地，进而抑制异地创业。
为了检验上述猜想，本文借助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地级市层级

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文化，结合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检
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以大

姓占比表征的迁入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可能性和意愿。 在采取控制遗漏

变量和利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旧成立。 机制检验发现，迁入地宗族

文化主要通过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会融入渠道抑制移民创业。 异质

性分析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负向影响在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

流动、“乡—城”流动和流入南方地区的群体中更明显。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 丰富了宗族文化经济后果和移民创业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 一方面，过往研

究聚焦于探讨宗族文化在乡村中发挥的作用，如促进农户外出务工（郭云南和姚洋，
２０１３）、推动农户创业（郭云南等，２０１３）、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郭云南等，２０１４）和增

① 户籍制度导致外来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较为滞后。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显

示，大约 ２．３４ 亿农民及其随迁家属不能享受教育、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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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王丹利和陆铭，２０２０）等，仅个别学者从城市视角考察了籍贯地宗族

文化对移民就业的影响（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少有研究关注到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

影响移民创业。 另一方面，剖析影响移民创业的因素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之一，过往研究较为重视考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如张博和范辰辰

（２０２１）从稻作种植方式差异视角解释了移民创业精神“南盛北衰”的原因，本文从宗族

文化视角补充了相关文献。
（２） 拓展了宗族文化影响机制的相关文献。 不同于过往研究侧重于从信任结构

（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集体行动效率（Ｘｕ 和 Ｙａｏ，２０１５）和社会道德规范（Ｃｈｅｎ 等，
２０２２）等方面解释宗族文化的影响机制，本文从社会融入的排斥性视角诠释了迁入地宗

族文化抑制移民创业的原因，不仅为理解宗族文化经济后果提供了新见解，也丰富了社

会融入的相关研究（杨菊华，２０１５）。
（３） 不同于过往文献聚焦于从“拉力”角度探讨迁入地特征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如

城市包容性（周颖刚等，２０２０），本文从“推力”角度分析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

创业，丰富了迁入地“推力”因素的研究，如移民多样性（余玲铮等，２０２１）。 此外，与周

颖刚等（２０２０）、余玲铮等（２０２１）仅关注移民创业行为不同，本文考察了宗族文化对移民

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的影响，拓宽了移民创业的研究视角。
剩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研究

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为机制检验，第六部分为异质性分析，第七部分为

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文献述评

以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在国家经济增长、金融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

作用。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以儒家宗族文化为鲜明特征的传统文化（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２）。 宗族文化在中国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虽然“破四旧”运动中“焚宗谱、捣家

庙、拆祠堂”对宗族文化造成了较大冲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续族谱、祭祖先、建
祠堂”支持力度的提高，使其燃起了新的生命力。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愈发好奇宗族文

化在中国经济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 宗族作为乡土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元（费孝通，
２００５），指为了生存和安全目的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群体。 梳理文献发现，宗族

文化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可大致分为两支文献：一支文献聚焦于分析宗族在传统乡村

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另一支文献考察了宗族在现代城市社会中发挥的作用①。
为了辨清宗族文化在传统乡村社会的作用，学者们开展了广泛研究，在经济学、政

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大量成果，大多认为宗族网络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 郭云南和姚洋（２０１３）、郭云南等（２０１３）、郭云南等（２０１４）借助全国农村固定

① 根据宗族活动范围行政区划的不同，可将宗族分为“乡村宗族”与“城市宗族”。 前者指在乡镇及农村地区开展

活动的宗族，后者指在县级以上城市的城区或其邻近范围开展活动的宗族（周大鸣，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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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点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国发院进行的村庄选举调查数据，分别考察了农村宗族网

络对劳动力流动、自主创业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他们研究发现，一定程度上宗族网络在

农村地区充当着社会保障和资金调剂平台的角色，其强度的提高会带动农户外出务工

和推动农户家庭创业，有助于降低村内收入不平等程度。 Ｓｕ 等（２０１１）利用 ２００５ 年村庄

选举调查数据研究指出，竞争性政治激发了宗族网络在村庄选举中的社会纽带作用，表
现为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较高的村庄投票参与率较高。 Ｔｓａｉ（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借助一手调查

数据研究发现，宗族社会网络的存在有助于解决农村地区公共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
题，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 Ｘｕ 和 Ｙａｏ（２０１５）基于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 年中国乡村民主调查数

据研究表明，宗族在提高村庄集体决策效率与增加公共品供给上发挥着积极作用，表现

为拥有隶属前两大家族村主任的乡村更易筹集公共品投资资金，并且在宗族凝聚力较

强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Ｐｅｎｇ（２００４）利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３６６ 个村庄调查数据研究发

现，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宗族网络有助于保护企业家私有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助推农

村地区工业化，表现为以第一大姓人口占比表征的宗族社会网络强度对农村私营企业

数量和劳动力雇佣规模具有积极影响。 不过，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宗族网络短半径

信任和短半径交易的局限会日益凸显，可能会制约乡村企业发展，阮荣平和郑风田

（２０１３）利用 ２００５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表明，宗族网络强度较高的村庄中企业

数量较少。 王丹利和陆铭（２０２０）利用历史上反映宗族多样性的数据和农村公共品私人

供给数据研究指出，姓氏数目的增加和姓氏集中度的提高分别与农村公共品私人供给

存在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 王陈豪等（２０２０）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

姓氏信息构造姓氏集中度指标，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宗族文化差异的增大会提高企业并

购效益，背后的原因在于宗族的排外性赋予了宗族文化浓厚地区的企业以社会资本优

势，收购宗族文化浓厚地区的企业有利于外地企业融入本地关系网，提高市场竞争

优势。
与学术界聚焦于考察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中扮演哪些角色形成对比的是，既有文

献对宗族文化在城市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事实上，不仅乡村社

会存在宗族文化，城市社会也存在宗族文化（周大鸣，２０１６），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家庭通

过较为频繁的沟通交流，会在城市范围形成宗族社会网络（张心仪等，２０２１）。 城市层面

的研究主要关注宗族文化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 既有研究分别站在历史和现代的视角

审视宗族文化在中国银行业发展中起到的“排斥”效应和“包容”效应。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２）
以 １９３６ 年地级市每万人银行数量测度现代银行业发展，以第一家现代银行建立以前

（ 　 —１８９７ 年）家谱密度表征宗族文化，研究发现，宗族文化通过抑制外部金融需求阻

碍了中国现代银行业发展。 不同的是，刘冲等（２０２１）以原银保监会提供的银行许可证

信息构造地级市层级银行发展水平指标，利用 １９９０ 年家谱密度测度宗族文化，研究发

现传统宗族文化通过扩大居民金融服务需求，推动了现代银行业发展。 还有部分研究

分析了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和城市犯罪率的影响。 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以籍贯地城

市大姓占比指标衡量宗族文化，研究发现，浓厚的籍贯地宗族文化会提高移民的社会资

本水平，推动移民进入异地的低端服务业工作，并且信任是其影响机制。 同时，宗族文

化也会造成城市犯罪率提高的后果（张心仪等，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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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乡土中国”向“流动中国”转变的趋势愈发明显，声势浩大的“农民进城”
运动已将宗族文化由农村延伸至城市（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 在此背景下，鲜有研究

详细分析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外来移民创业，仅个别学者对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

影响移民创业略有提及。 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在考察宗族文化对中国家庭创业和私营部门发

展的影响时，借助流行病学研究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籍贯地宗族文化与迁入地宗族

文化纳入同一方程后，研究发现籍贯地宗族文化和迁入地宗族文化分别会显著提高和

降低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移民创业的可能性。 不过，由于其研究重心并非探讨迁入地宗

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故未就迁入地宗族文化抑制移民创业的原因进行详细解释。
为了打开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与 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利用家谱数据衡量

宗族文化不同，本文以大姓占比指标测度迁入地宗族文化，减轻了家谱数据非随机缺失

导致的衡量偏误问题。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在回顾社会融入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

会融入层次递进地解释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抑制移民创业。
首先，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影响移民社会交往。 社会交往作为社会融合的最低层

次，指移民通过与本地人交往进行社会来往融入迁入地。 社会交往默认遵循“人以群

分”的标准，相似文化背景的群体具有更广泛的沟通话题和更稳固的信任基础。 宗族作

为由父系血缘关系联结而成的同姓群体（费孝通，２００５），是身份符号的标识之一，具有

明确的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更加强调族内成员团结合作（Ｇｒｅｉｆ 和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２０１０），其
形成的宗族文化会对移民社会交往对象产生差异化影响，表现为移民在迁入地面临界

限分明的宗族隔阂，较难融入本地宗族圈子，从而会阻碍移民与社会资源相对丰富的本

地人进行主动交往，推动移民与社会资源相对稀缺的老乡进行被动交往，不利于移民进

行社会网络重构、嵌入本地社会关系网（李国正等，２０２１），增加了创业成本。 因此，迁入

地宗族文化可能阻碍移民与当地人的社会交往，从而对移民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产生

抑制作用。
其次，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影响文化接纳。 文化接纳作为社会融合的中间层次，指

迁入地居民对移民的包容程度和排外情况。 外来人口能否融入本地不仅取决于社会参

与的积极性，也受迁入地文化接纳的影响。 宗族作为串联同一姓氏下具有血缘关系个

体的纽带，是一种具有明显内部认同和外部边界的圈子文化（费孝通，２００５），表现为不

同宗族秉持不同的族规、族训和文化价值观。 外来移民在迁出地已经适应了具有本族

特色的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流入迁入地后会面临来自不同宗族文化的“冲击”，需要适

应本地文化。 迁入地宗族文化越浓，迁出地与迁入地的“文化差异性”越大，当地人对外

来人口的包容性越差、排外态度越明显，移民越难在文化层面融入本地，进而会抑制移

民创业。
最后，迁入地宗族文化可能影响移民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作为社会融合的最高层

次，指移民与迁入地居民的心理距离，包括移民对当地的好感程度和融入意愿两个维

度。 宗族作为“姓氏文化”的产物，是区分身份特征的最显著标识，强调特殊信任而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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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信任，重视维护族内成员的关系，同宗同族是身份认同的关键所在（王陈豪等，２０２０）。
一方面，处于同一宗族网络内个体的信任感更高，关系更稳固，更易获得身份认同感。
另一方面，处于同一宗族网络内个体的心理距离更短，沟通障碍更小，更易达成一致的

身份认同。 社会交往中可借助宗族的血缘特征和地缘特征判断出彼此是否来自同一地

区、是否具有亲缘关系等，更易识别身份特征。 迁入地宗族文化越浓，移民与本地人的

身份特征差异越大，心理隔阂越明显，身份认同感越低，从而会制约移民的创业选择和

创业意愿。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社会融合理论，构建图 １ 所示理论分析框架，并提出如下研究

假说：
假说 １：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具有负向影响。
假说 ２：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移民社会融入抑制其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

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迁入地宗族文化与移民创业

三、 研 究 设 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核心数据包括两部分：其一，宗族文化数据来自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

查；其二，创业相关数据来自 ２０１７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简称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是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例行开展的人口抽样调

查项目，原始样本共包含 １ ６９９ 万人，是难得的记录了受访者姓名的大型人口抽样调查

或普查数据，可供我们提取受访者姓氏信息，统计不同姓氏人口占比。 姓氏作为传承宗

族文化的特有符号，过往研究宗族文化经济后果的文献多以不同姓氏人口占比衡量宗

族文化浓厚程度，比如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Ｐｅｎｇ，２００４）、是否属于第一大姓或第二大

姓（Ｘｕ 和 Ｙａｏ，２０１５）、第三大姓氏人口占比（陈斌开和陈思宇等，２０１８）等。 为避免以不

同姓氏人口占比度量宗族文化带来的衡量偏误问题，本文参考阮荣平和郑风田（２０１３），
分别以地级市层级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

度量迁入地宗族文化。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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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自 ２００９ 年起每年开展一次的流动人口抽样调查项目，调查样本覆盖全国 ３１ 个省

（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调查内容涉及流动人口及家

庭成员人口基本信息、流动范围和趋向、就业和社会保障、收支和迁入、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婚育和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子女流动和教育、心理文化等。 此外，国家卫生健康委还

进行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与心理健康、流出地卫生计生服务、流动老人医疗卫生服务等

专题调查，是目前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创业问题最权威的数据来源之一。
本文选取 ２０１７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原因有二：一是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询问了

移民社会融入状况的相关问题，有助于打开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二
是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首次公布了流动人口户籍地市级行政区划代码和县级行政区划代码，可
控制户籍地城市特征变量，便于识别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因果效应。 鉴于

宗族文化衡量指标为地级市层级变量，迁入地宗族文化对市内跨县级行政区流动人口

创业具有相同影响，因此剔除了市内跨县级行政区流动样本，仅保留跨省级行政区流动

和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样本。 同时，考虑到本文主要关注迁入地宗族文化对

尚处于工作状态的移民非农创业的影响，故剔除了失业和从事农林牧渔行业创业的样

本。 此外，考虑到年幼者社会阅历不足以支撑创业活动和年老者精力无法满足创业活

动需求的情况，将研究对象限制在 １８—６５ 岁。

（二）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构造如下计量模型，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
Ｐｒｏｂ（Ｙｉｃ）＝ α０＋α１Ｃｌａｎｉｃ＋β′Ｘ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εｉｃ （１）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Ｙｉｃ为移民 ｉ 在流入地城市 ｃ 的创业状况，包括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
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ｉｃ为移民 ｉ 所在迁入地 ｃ 的宗族文化，城市指设区地级市或直辖市。 Ｘｉ为

控制变量矩阵，β′为控制变量系数矩阵，参考周颖刚等（２０２０）、余玲铮等（２０２１），控制了

移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城市特征变量。 同时，为避免受到随行业和省份变化的不可

观测因素影响，本文通过加入移民所在行业和省（区、市）的系列虚拟变量控制了行业固定

效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相较于周颖刚等（２０２０）研究城市包容性对移民创业影响时仅控制行业固定效应和籍贯省

（区、市）固定效应、余玲铮等（２０２１）研究城市移民多样性对创业选择影响时仅控制迁入省

（区、市）固定效应而言，本文所控制的固定效应更严格，减轻了遗漏变量问题。

（三） 变量定义

１． 解释变量

创业选择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和创业意愿 （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 参考周颖刚等

（２０２０）、余玲铮等（２０２１）的做法，构造创业选择变量，将就业身份为雇主或自营劳动者

的人视为从事创业的移民，并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进一步，构造创业意愿变量，将未从事

创业活动但因经商而流动的移民视为具有创业意愿者，并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同时，考
虑到移民创业存在不同类型，根据过往研究，将移民创业分为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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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二者均以哑变量衡量，前者以就业身份是否为雇主进行区分，后者以就业身份是否

为自营劳动者进行区分①。
２． 解释变量

迁入地宗族文化（Ｃｌａｎ）。 现有研究主要以大姓人口占比指标（陈斌开和陈思宇等，
２０１８）和族谱密度指标（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测度宗族文化，考虑到族谱数据可能存在非随机缺

失导致的测量误差问题，本文选择以大姓人口占比衡量迁入地宗族文化，数据来自 ２００５
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 １％人口抽样调查，存在测量误差的可能性较小。 由于学术界未就

使用何种大姓人口占比达成一致意见，为避免产生分歧，参考阮荣平和郑风田（２０１３），
以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Ｃｌａｎ１）、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Ｃｌａｎ１＿２）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

（Ｃｌａｎ１＿３）表征迁入地宗族文化，占比越高说明宗族文化越浓厚。 同时，在稳健性检验中

汇报了基于其他大姓占比指标、族谱密度指标以及借助百度指数构造的宗族文化指标

的回归结果。
３．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宗族文化以外影响移民创业的因素，结合本文研究主题，参考周颖刚等

（２０２０）、余玲铮等（２０２１），控制了移民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定义

见表 １。

表 １　 控制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年龄 调查年份与出生年份差值

性别 男性＝ １，女性＝ ０

民族 汉族＝ １，少数民族＝ 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１，其他＝ ０

学历水平 未上学＝０，小学＝６，初中＝９，高中及中专＝１２，专科＝１５，本科＝１６，研究生＝１９

政治面貌 中共党员＝ １，其他＝ ０

健康状况 健康＝ １，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 ０

户籍类型 农业户口＝ １，否则＝ ０

住房状况 有自有住房＝ １，否则＝ ０

感知歧视 存在被本地人看不起的问题＝ １，否则＝ ０

父母外出经历 首次外出流动前父母有过外出务工或经商经历＝ １，否则＝ ０

家庭规模 同住家庭成员数量

家庭收入 ｌｎ（家庭去年平均月收入＋１）

家庭支出 ｌｎ（家庭去年平均月支出＋１）

城乡类型 城镇地区＝ １，农村地区＝ ０

① 本文检验了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机会型创业和生存型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对不同类型的

移民创业影响无明显不同，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故未在文中进行汇报。 具体而言，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
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减少了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

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减少了生存型创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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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儒家文化 ｌｎ（城市孔庙数量＋１）

经济发展水平 ｌｎ（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１）

经济增速 城市 ＧＤＰ 增速（单位：％）

住房价格 ｌｎ（城市年均住房价格＋１）

人口规模 ｌｎ（城市户籍人口数量＋１）

人口增长率 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单位：‰）

高等教育发展 ｌｎ（城市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１）

就业规模 ｌｎ（城市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量＋１）

财政透明度 ｌｎ（政府全口径财政透明度指数量＋１）

政商关系 ｌｎ（城市政商关系总指数＋１）

为了解变量分布特征和计算解释变量经济含义，表 ２ 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 从移民创业来看，平均而言，以雇主或自雇形式从事创业活动的移民占 ３６．４１％，未
创业移民中具有创业意愿的人占 ２８．４８％。 从宗族文化来看，宗族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基

础，体现在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的均值分别

为 １１．２３％、１９．５９％和 ２６．７６％，但较高的标准差也说明不同城市宗族文化存在一定差异。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８８ １４５ ０．３６４１ ０．４８１２ ０ １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７７ ６０７ ０．２８４８ ０．４５１３ ０ １

Ｃｌａｎ１ ８８ １４５ ０．１１２３ ０．０９６４ ０．０５６７ ０．９７７７

Ｃｌａｎ１＿２ ８８ １４５ ０．１９５９ ０．０９４３ ０．１０７７ ０．９８１０

Ｃｌａｎ１＿３ ８８ １４５ ０．２６７６ ０．０９４３ ０．１５３４ ０．９８３５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８８ １４５ ０．２８３６ ０．４５０７ ０ １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ｎｅｅ ８８ １４５ ０．３６８１ ０．４８２３ ０ １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８８ １４５ ３．２３９４ ０．６２２８ １ ４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８８ １４５ １．９４２６ ０．７２７２ １ ４

Ｆａｖ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８８ １４５ ３．３７９６ ０．５６８１ １ ４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８８ １４５ ３．３０４７ ０．６３６８ １ ４

四、 实 证 结 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３ 汇报了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第（１）列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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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列被解释变量为创业选择，第（４）列至第（６）列被解释变量为创业意愿；第（１）列和

第（４）列解释变量为迁入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第（２）列和第（５）列解释变量为迁入

地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第（３）列和第（６）列解释变量为迁入地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
结果表明，从统计意义来看，迁入地宗族文化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

可能性，迁入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对移

民创业选择的边际影响分别为－０．５７１９、－０．４５０４ 和－０．４４５３，对移民创业意愿的边际影

响分别为－０．７０５２、－０．４５０１ 和－０．４５９４。 从经济意义来看，迁入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
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每提高 １ 个标准差，移民创业选择相较于

其均值分别下降 １５． １４％、１１． ６７％和 １１． ５３％，移民创业意愿相较于其均值分别下降

２３．８７％、１４．９０％和 １５．２１％①。 可知，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抑制作用具有显著的

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
此外，我们不禁要问：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挤出效应，是否由流入地宗族

文化推动移民从事正规就业成为雇员造成？ 有研究指出，宗族文化作为一种流动的社

会资本，会在流入地创造更多的正规就业机会，推动移民进入流入地低端服务业就业

（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 不过，需要清楚的是：他们研究的是流出地宗族文化对移民

就业的影响，而非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的影响。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流出

地宗族文化和流入地宗族文化作为一对反作用力，在影响移民创业上起着相反的作用，
如果流出地宗族文化会推动外来人口从事正规就业成为雇员，那么流入地宗族文化则

不利于外来人口从事正规就业成为雇员。 因此，也就排除了替代性解释，即流入地宗族

文化越强，正规就业机会越多，创业选择越少。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Ｃｌａｎ －０．５７１９∗∗∗ －０．４５０４∗∗∗ －０．４４５３∗∗∗ －０．７０５２∗∗∗ －０．４５０１∗∗∗ －０．４５９４∗∗∗

（０．１６０８） （０．０９０１） （０．０８４８） （０．１４３４） （０．０８０９） （０．０７６１）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是迁入地城市层级聚类稳健标准误；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

结果。

（二） 内生性问题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
迁入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 但是，这一回归结果可能面临内

生性问题的挑战。 在计量经济学中，内生性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双向因果、测量误差和

遗漏变量。

① １５．１４％ ＝－０．５７１９×０．０９６４ ／ ０．３６４１，１１．６７％ ＝ －０．４５０４×０．０９４３ ／ ０．３６４１，１１．５３％ ＝ －０．４４５３×０．０９４３ ／ ０．３６４１，２３．８７％
＝－０．７０５２×０．０９６４ ／ ０．２８４８，１４．９０％ ＝－０．４５０１×０．０９４３ ／ ０．２８４８，１５．２１％ ＝－０．４５９４×０．０９４３ ／ ０．２８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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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双向因果而言，考虑到宗族文化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现实中

存在移民在迁入地组建家庭并融入当地宗族的可能性。 为避免此反向因果问题的出

现，本文选用匹配不同的数据源进行检验，利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

大姓人口占比指标衡量迁入地宗族文化，并同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数据进行匹配，克服了双向因

果导致的估计偏误。
就测量误差而言，本文数据集包括移民创业和宗族文化两部分。 前者依托中国最

具代表性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现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负责执行，数据质量较高，存在测量偏误的样本较少；后者依托国家统计

局执行的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大姓占比指标，普查数据具有全国层

面良好的代表性，宗族文化指标测量误差较小。
就遗漏变量而言，在基础回归中控制了可能影响移民创业的个人特质（如年龄、性

别、文化程度和户籍类型等）和家庭特质（如父母外出经历、家庭收入和家庭支出等），缓
解了个体层面的遗漏变量问题；同时，控制了部分影响移民创业的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

（如儒家文化、经济发展、住房价格、人口规模、就业状况和政商关系等）；此外，还控制了

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消除了由不可观

测的行业和地区特征造成的遗漏变量问题。 不过，遗漏变量问题仍然可能成为导致内

生性问题的原因。 本文采用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和构造新的工具变量两种方式解决上

述问题。
１． 控制遗漏变量

过往研究指出，异地创业存在外来人口创业活跃度高于本地人的“过江龙”现象，地
区差距会影响移民创业，比如迁入地与籍贯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制度环境差异的增

大会提高异地创业的可能性（叶文平等，２０１８），忽视地区差距可能会低估迁入地宗族文

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为此，在基准回归中加入迁入地与籍贯地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和

制度距离变量，见表 ４ Ｐａｎｅｌ Ａ。 其中，经济距离以迁入地城市与籍贯地城市人均 ＧＤＰ
差值衡量（叶文平等，２０１８）；地理距离以迁入地城市与籍贯地城市空间距离衡量，进行

加 １ 取对数处理；制度距离以籍贯地城市制度环境与迁入地城市制度环境差值衡量，制
度环境以 ＧＤＰ 与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的比值表示（叶文平等，２０１８）。 结果表明，在控制

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后宗族文化指标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变化不大，仍在 １％水

平上降低了创业概率和创业意愿，说明基本上不存在由地区差距导致的遗漏变量问题。
同时，如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所言“籍贯地的推力因素与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可能

会对移民创业共同产生影响”。 为此，本文在基准回归基础上加入籍贯地城市变量，包
括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儒家文化、经济发

展水平、经济增速、住房价格、人口规模、人口增长率、高等教育发展、就业规模、财政透

明度和政商关系等，考察“推力因素”是否会左右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创业的影响，变
量定义见表 １，结果见表 ４ Ｐａｎｅｌ Ｂ。 结果表明，在控制籍贯地城市特征变量后，第一大姓

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５％或 １％显著性水平上降

低了移民创业概率与创业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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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控制遗漏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Ａ（控制城市间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和制度距离）

Ｃｌａｎ －０．６２６９∗∗∗ －０．４７６０∗∗∗ －０．４５８７∗∗∗ －０．６８２１∗∗∗ －０．４３３１∗∗∗ －０．４４２６∗∗∗

（０．１６９４） （０．０９５２） （０．０８９４） （０．１５２６） （０．０８５９） （０．０８０８）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１２０∗∗∗ ０．０１１８∗∗∗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３）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０２１）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１）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９ ７７３ ７９ ７７３ ７９ ７７３ ７０ １３２ ７０ １３２ ７０ １３２

Ｐａｎｅｌ Ｂ（控制籍贯地城市特征变量）

Ｃｌａｎ －０．４４３４∗∗ －０．３６６８∗∗∗ －０．５４５３∗∗ －０．６１５５∗∗∗ －０．３８０３∗∗∗ －０．３８５１∗∗∗

（０．１８１２） （０．０９９４） （０．２５９４） （０．１６１７） （０．０８９３） （０．０８４３）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籍贯地城市特征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８ ４９３ ６８ ４９３ ６８ ４９３ ６０ ４３６ ６０ ４３６ ６０ ４３６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是迁入地城市层级聚类稳健标准误；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

果。 如无特殊说明，后文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设定均同基准回归。

２． 工具变量法

此外，本文还尝试构造工具变量来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 具体而言，从
科举制度作为商业宗族实现集体利益主要途径的角度出发，构造清朝府级每万人中进

士数量（Ｊｉｎｓｈｉ＿ｐｅｒ）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①，结果见表 ５，进士数据来自哈佛大学等

建立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进士数量的人口量纲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第五

卷清时期）》（葛剑雄和曹树基，２００１）。 理论依据如下：
从相关性看，本文认为进士密度与宗族文化存在正相关性。 背后的逻辑在于，中国

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历代统治阶级都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从事商业活动被认

为是“弃本逐末”的行为，入“士”是宗族实现光宗耀祖的主要途径②。 具体而言，科举制

度作为宗族实现士商融合和名利双收的渠道，具有实现宗族集体利益的作用，是明清时

①

②

选取清顺治时期至清光绪时期进士数据的原因在于：第一，清朝府级行政区划与当前行政区划差异最小；第二，
清朝在历代封建王朝中距今最近，对当今经济社会的影响最为直接，数据最为翔实可靠。 为避免人口规模带来

的影响，以葛剑雄和曹树基（２００１）统计的 １７７６ 年、１８２０ 年、１８５１ 年、１８８０ 年和 １９１０ 年府级人口数量的均值作

为进士数量的人口量纲，最终得到 １８６ 个府级行政区（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行政区）每万人中进士数量数

据。
四民制度，指的是古代中国的四种公民，分别指士、农、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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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商业家族进入官僚系统、建构地域性政商关系网络的唯一途径，步入“士”阶层（也可

称为科甲及第）即可贵为四民之首，享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和最大的社会影响力，有助于

为宗族乃至地域的商业活动提供有力的政治庇护，如处理商业诉讼、帮助筹建商业会馆

和争取有利的商业机会等，从而提高了宗族对子弟教育的重视程度。 在此背景下，家族

对子弟教育的重视不会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还会通过动用族内财产兴办私塾等公共事

业的方式提供优质教育资源，助力实现金榜题名、叩开官僚系统大门的最终目标。 因

此，本文认为科甲及第的巨大利益诱惑和高昂的学习成本负担，会提高宗族内部凝聚力

和统一协调效率，增加宗族文化厚重程度、扩大宗族文化传播范围，表现为进士密度较

高的地区具有更为浓厚的宗族文化。 从外生性看，进士密度是迁入地清朝时期的历史

特征，而移民创业是当今的外来人口行为，在控制了大量迁入地城市层级变量后，具有

较强的外生性。
第一阶段表明，Ｗａｌｄ 外生性检验显著拒绝了无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第一阶段 Ｆ

值远大于 １０％水平上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并且进士密度在 １％水平上显著提高了第一

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说明工具变量选取适

当，基本上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

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５％水平上降低了移民创业概率，在 １％水平上降低了

移民创业意愿，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工具变量法回归系数略大于基准回归系数的原

因可能是，“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作为一项史料数据库可能并未囊括全部进士信

息，从而导致低估了研究结果。

表 ５　 工具变量法结果

被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Ｃｌａｎ －５．６２７６∗∗ －１．８２０４∗∗ －２．１２７６∗∗ －７．７４５６∗∗∗ －２．６１４２∗∗∗ －２．９９３４∗∗∗

（２．２６０７） （０．７１９３） （０．８４３４） （１．８４０３） （０．６０５６） （０．６９８１）

第一阶段结果

Ｊｉｎｓｈｉ＿ｐｅ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Ｗａｌｄ 外生性检验 ６．１３∗∗ ５．１６∗∗ ５．４９∗∗ １７．４８∗∗∗ １５．０３∗∗∗ １５．８３∗∗∗

第一阶段 Ｆ 值 ３ ７９９．６３ ３ ４７６．６６ ５ １６０．３２ ３ ３２７．４８ ２ ９９７．９６ ４ ４５７．７２

Ａｄｊ Ｒ２ ０．８６２５ ０．８５１６ ０．８９５０ ０．８６１７ ０．８４８８ ０．８９３０

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６６ ００７ ６６ ００７ ６６ ００７ ５８ ２００ ５８ ２００ ５８ ２００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括号中是 ｔｗｏ⁃ｓｔｅｐ 标准误；系数为平均边际效应估计结果，控制变量和固

定效应同表 ３。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宗族文化指标稳健性检验

（１） 考虑到现有文献并未就使用何种大姓人口占比衡量宗族文化达成一致意见，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马俊峰 徐子尧　 迁入地宗族文化如何影响移民创业？ ７１　　　

比如 Ｐｅｎｇ（２００４）、Ｘｕ 和 Ｙａｏ（２０１５）、陈斌开和陈思宇等（２０１８）分别以第一大姓氏人口

占比、是否属于第一大姓或第二大姓、第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刻画宗族网络。 为避免由此

造成的衡量偏误问题，本文汇报了基于前四大姓氏人口占比（Ｃｌａｎ１＿４）、前五大姓氏人口

占比（Ｃｌａｎ１＿５）和前六大姓氏人口占比（Ｃｌａｎ１＿６）的结果，见表 ６ Ｐａｎｅｌ Ａ。 结果表明，在控

制了基准回归中相同的变量和固定效应后，前四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五大姓氏人口占比

和前六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
（２） 本文利用百度指数构造迁入地宗族文化（Ｃｌａｎ＿ｂａｉｄｕｉｎｄｅｘ）指标，见表 ６ Ｐａｎｅｌ

Ｂ。 其中，第（１）列和第（３）列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创业选择和创业意愿，控制变量同基准

回归，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 指

标构造的理论依据在于，网民的搜索数据是需求的反映，可以用于现状追踪和趋势预测

（Ｒｉｐｂｅｒｇｅｒ，２０１１），因此以百度指数刻画宗族文化的相对发展趋势具备合理性。 具体而

言，根据宗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选取反映宗族文化的 ３６ 个关键词①，按照“关键词＋地
级市（直辖市）”的方式统计出各地级市（直辖市）上述关键词的 ２０１６ 年百度搜索指数，
然后将各关键词的百度指数在地级市（直辖市）层面进行加总，并进行加 １ 取对数处理

以降低右偏分布可能导致的估计偏差，得到基于百度搜索指数的迁入地宗族文化指标，
取值越大表明宗族文化越浓。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准回归相同的变量和固定效应后，
基于百度搜索指数构造的迁入地宗族文化变量分别在 １％和 ５％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

创业的概率与意愿。
（３） 参考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２２）、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以族谱密度测度宗族文化的思路，本文构造

迁入地族谱密度（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指标，结合历年 ＣＭＤＳ 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６
Ｐａｎｅｌ Ｃ，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和年份

固定效应②。 其中，第（１）列数据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ＣＭＤＳ 混合截面数据，第（２）列数据为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 ＣＭＤＳ 混合截面数据。 第（１）列表明迁入地族谱密度在 ５％水平上降低了移

民创业的概率，第（２）列表明迁入地族谱密度在 １％水平上抑制了移民创业意愿。

表 ６　 宗族文化指标稳健性检验

Ｐａｎｅｌ Ａ

被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Ｃｌａｎ１＿４ （２）Ｃｌａｎ１＿５ （３）Ｃｌａｎ１＿６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４）Ｃｌａｎ１＿４ （５）Ｃｌａｎ１＿５ （６）Ｃｌａｎ１＿６

Ｃｌａｎ －０．５０１５∗∗∗ －０．４４７８∗∗∗ －０．３４９４∗∗∗ －０．４４７３∗∗∗ －０．３５１２∗∗∗ －０．２２７８∗∗∗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７５１）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７１１）

样本量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①

②

宗族文化相关的关键词：祭祖、祠堂、宗族、族谱、家谱、宗谱、家族、宗、神庙、祖庙、宗亲、家族名字、大家族、宗法

制、家族史、宗室、同族、家族企业、祠堂文化、家训、家规、家书、义庄、家风、家法、氏族、宗亲会、寻根、寻根问祖、
修谱、家谱网、家谱查询、联姻、祖坟、上坟和祭拜。
迁入地族谱密度（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以流入城市每百人拥有的族谱数量表示，族谱数量统计的是明朝至 １９９０ 年各城市族

谱数量。 其中，族谱数据来自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人口数据来自《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葛
剑雄和曹树基，２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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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ａｎｅｌ Ｂ

被解释变量 （１）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２）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Ｃｌａｎ＿ｂａｉｄｕｉｎｄｅｘ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０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４９）

样本量 ８８ １４５ ７７ ６０７

Ｐａｎｅｌ Ｃ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ＣＭＤ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２）ＣＭＤＳ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 －０．０７６７∗∗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３５３） （０．０３１９）

样本量 ２８６ ９６７ ３５０ ００８

２． 工具变量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内生性处理部分的稳健性，本文构造了其他工具变量来克服遗漏变量问

题。 具体而言，以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 年迁入省份农村地区粮食借贷月利率的倒数 （ Ｇｒａｉｎ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①，粮食借贷利率数据来自《中国近代经济史统

计资料选辑》（严中平等，１９５５），结果见表 ７。
背后的逻辑在于，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物资相对匮乏，家庭饮食结构中花费在主食

上的消费占比较高，小麦和水稻等粮食价格的高低会影响加工后的主食价格，影响居民

家庭的饮食成本。 在粮食交易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时代背景下，受供需关系影响的粮食

借贷利率直接决定粮价高低，从而会影响宗族生存成本和繁荣程度，比如因自然灾害导

致的“粮荒”会迫使宗族外迁至粮食资源充沛的地区定居，以减小生存压力。 因此，本文

认为粮食借贷利率会影响宗族文化的繁荣程度，低粮食借贷利率降低了宗族生存成本，
有助于宗族文化的延展与传播。 从外生性来看，粮食借贷利率是迁入地的历史特征，创
业是外来移民的当前行为，在控制了大量个体、家庭和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后，粮食借

贷利率基本上不会通过宗族文化以外的渠道影响移民创业。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

据，而农村粮食借贷月利率是民国时期迁入省份特征变量，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未控制

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
第一阶段表明，Ｗａｌｄ 外生性检验显著拒绝了无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第一阶段 Ｆ

值远大于 １０％水平上弱工具变量的临界值，并且农村地区粮食借贷月利率的倒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提高了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
说明工具变量选取适当，基本上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表明，第一大姓氏人

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移民创业

概率与意愿，支持了基准回归结果。

① 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农村地区粮食借贷月利率的倒数为民国时期迁入省份特征变量，故此处无法控

制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 在控制了大量迁入地城市特征变量后，未控制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不会带来

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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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替换工具变量

被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Ｃｌａｎ －２．０８６５∗∗∗ －１．０６０７∗∗∗ －０．６６００∗∗∗ －２．５０４６∗∗∗ －１．２９４４∗∗∗ －０．８０１４∗∗∗

（０．７０３１） （０．３５８４） （０．２２２６） （０．６３９９） （０．３２９８） （０．２０４０）

第一阶段结果

Ｇｒａｉｎ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０．０６９∗∗∗ ０．１３６∗∗∗ ０．２１９∗∗∗ ０．０６８∗∗∗ ０．１３１∗∗∗ ０．２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Ｗａｌｄ 外生性检验 ５．９９∗∗ ７．１３∗∗∗ １２．３５∗∗∗ １０．６７∗∗∗ １１．０２∗∗∗ １４．２１∗∗∗

第一阶段 Ｆ 值 ７２７．４１ ７３５．８０ １ ０１３．４３ ６４１．１９ ６４９．７８ ８９８．５３

Ａｄｊ Ｒ２ ０．４６３８ ０．４６６６ ０．５４６６ ０．４６２６ ０．４６５９ ０．５４６８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１ ３８９ ７１ ３８９ ７１ ３８９ ６３ ２２５ ６３ ２２５ ６３ ２２５

五、 机 制 检 验

为了打开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的“黑箱”，本文从社会融入视角进行检验：
第一步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第二步考察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

的影响。 社会融入指外来移民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与主流社会群体平等共享经济社会

资源，并在社会认知上去差异化的过程（崔岩，２０１２）。 过往研究指出社会融入包括多个

维度，比如：杨菊华（２０１５）认为，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合、社会适应、文化习得和心理认

同四个方面，且存在依次递进的关系；Ｚｏｕ 和 Ｄｅｎｇ（２０２２）认为，社会融入包括经济融合、
文化融合、社会安全、社会关系和心理融合五个方面。 参考刘金凤和魏后凯（２０２０）、杨
菊华（２０１５），按照依次递进的关系，将社会融入分为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

个维度，考察其在迁入地宗族文化影响移民创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为了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构造如下计量模型：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ｃ ＝α０＋α１Ｃｌａｎｉｃ＋β′Ｘ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εｉｃ （２）

其中，被解释变量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ｃ为社会融入，包括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

三个方面；解释变量 Ｃｌａｎｉｃ为第一大姓氏占比、前两大姓氏占比和前三大姓氏占比。 结

果见表 ８，第（１）列和第（４）列解释变量为第一大姓氏占比，第（２）列和第（５）列解释变

量为前两大姓氏占比，第（３）列和第（６）列解释变量为前三大姓氏占比。
１．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交往的影响

宗族文化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依托，具有身份标识作用，对移民交往人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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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差异化影响，比如推动同乡间的交往、减少与本地人的交往。 因此，根据社会交往对

象的不同，将移民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分为本地人和同乡两类，见表 ８ Ｐａｎｅｌ Ａ。 其中，
第（１）列至第（３）列被解释变量为与本地人交往（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第（４）列至第（６）列
被解释变量为与同乡交往（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ｎｅｅ）①。

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降低了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概率，前
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对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影响不显著，见第（１）
列至第（３）列；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分别

在 １％、５％和 ５％水平上提高了移民与同乡交往的概率，见第（４）列至第（６）列。 可知，
迁入地浓厚的宗族文化会阻碍移民与本地人进行社会交往，推动移民与同乡进行社会

交往。
２．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文化接纳的影响

宗族文化具有身份标识作用，流入地浓厚的宗族文化造就了明显的“圈子文化”，导
致本地人对外地人包容程度下降和排斥态度上升的后果，不利于提升移民在文化接纳

层面融入本地社会。 为此，本文从本地人对外地人包容性和排外性两方面考察迁入地

宗族文化对移民文化接纳的影响，见表 ８ Ｐａｎｅｌ Ｂ。 其中，第（１）列至第（３）列被解释变

量为本地人包容程度（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取值越大表明本地人对外来人口包容性越高，第（４）
列至第（６）列被解释变量为本地人排外程度（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取值越大表明本地人对外来人

口排外性越高②。 表 ８ Ｐａｎｅｌ Ｂ 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

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５％水平上显著降低了本地人对外来人口的包容程度，见第（１）
列至第（３）列；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
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本地人排外程度，见第（４）列至第（６）列。 可知，迁入地宗族文化增

大了移民的文化适应难度。
３． 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身份认同的影响

流入地浓厚的宗族文化可能不利于移民在心理层面融入当地，造成身份认同障碍。
为了考察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身份认同的影响，构造外来人口好感程度（Ｆａｖｏｒ＿
ｄｅｇｒｅｅ）和外来人口融入意愿（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两个指标衡量身份认同状况，取值越大表

明移民对本地的好感程度越高、外来人口融入意愿越强③。 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

占比在 １０％水平上降低了外来人口对本地的好感程度，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

姓氏人口占比对外来人口好感程度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见第（１）列至第（３）列；前两大

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０％水平上降低了外来人口融入意愿，第一大

①

②

③

与本地人交往（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在业余时间与本地人交往最多，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与同乡交往（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ｗｎｅｅ）：在业余时间与同乡交往最多，赋值为 １，否则为 ０。 同乡包括户口迁至本地、户口在老家和户口迁至其

他地区的三类人。
本地人包容程度（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以对“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观点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 ＝ １、不
同意＝ ２、基本同意＝ ３、完全同意＝ ４。 本地人排外程度（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以对“我感觉本地人看不起外地人”观点的

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 １、不同意＝ ２、基本同意＝ ３、完全同意＝ ４。
外来人好感程度（Ｆａｖｏｒ＿ｄｅｇｒｅｅ）：以对“喜欢现迁入城市 ／ 地方”看法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 ＝ １、不同意 ＝
２、基本同意＝ ３、完全同意 ＝ ４。 外来人融入意愿（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以对“很愿意融入本地人，成为其中一员”看
法的同意程度衡量，完全不同意＝ １、不同意＝ ２、基本同意＝ ３、完全同意＝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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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人口占比对外来人口融入意愿的负向影响不显著，见第（４）列至第（６）列。 可知，
迁入地宗族文化提高了移民身份认同难度。

表 ８　 机制检验：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移民社会融入的影响

Ｃｌａｎ＝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Ａ（宗族文化对社会交往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ｎｅｅ

Ｃｌａｎ －０．４５４８∗∗∗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６６４ ０．７０３１∗∗∗ ０．２７０９∗∗ ０．２６６３∗∗

（０．１５４４） （０．０８９１） （０．０８２５） （０．２１７５） （０．１１８７） （０．１１４１）

样本量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Ｐａｎｅｌ Ｂ（宗族文化对文化接纳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Ｃｌａｎ －０．５９０７∗∗ －０．３５６５∗∗ －０．３３２２∗∗ ２．７９８６∗∗∗ １．４０８９∗∗∗ １．３０８４∗∗∗

（０．２８７６） （０．１６２０） （０．１５８３） （０．３２２８） （０．１８１２） （０．１７６７）

样本量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Ｐａｎｅｌ Ｃ（宗族文化对身份认同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Ｆａｖ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Ｃｌａｎ －０．４２８５∗ －０．２１７０ －０．０４４４ －０．２１７０ －０．２８６０∗ －０．２６６４∗

（０．２４９３） （０．１３６５） （０．１３１３） （０．２９９９） （０．１６６３） （０．１６１４）

样本量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８８ １５６

（二） 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接下来，构造方程（３）所示的计量模型，检验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三种社

会融入状况对移民创业的影响，结果见表 ９。 其中，Ｐａｎｅｌ Ａ 和 Ｐａｎｅｌ Ｂ 被解释变量分别

为移民创业选择和移民创业意愿；第（１）列至第（６）列解释变量依次是与本地人交往、
与同乡交往、本地人包容程度、本地人排外程度、外来人口好感程度和外来人口融入

意愿。
Ｐｒｏｂ（Ｙｉｃ）＝ α０＋α１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ｃ＋β′Ｘｉ＋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ｅ＋εｉｃ （３）

首先，分析社会交往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结果表明，移民与本地人交往的增加分别

在 １％和 ５％水平上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与同乡交往的增加在 ５％水平上降低

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其次，检验文化接纳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结果发现，本地人包容程度在 １％水平上

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本地人排外程度分别在 １０％和 ５％水平上减少了移民创

业的概率和意愿。 与周颖刚等（２０２０）研究结论一致，他们基于 ＣＭＤＳ２０１６ 数据构造城

市包容性指标，研究发现，城市包容性的改善会推动移民创业。
最后，考察身份认同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结果显示，外来人口好感程度分别在 １％

和 ５％水平上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外来人口融入意愿的增加在 １％水平上显

著提高了移民创业的概率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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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迁入地宗族文化对社会融入影响的结果，可知社会交往机制、文化接纳机制和

身份认同机制成立，即宗族文化通过削弱移民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和增强移民与同乡

的社会交往、降低本地人包容性和提高本地人排外性、提高身份认同难度三大途径，阻
碍移民创业。

本地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的作用机制，在现实中存在着典型

案例。 例如，潮汕地区作为中国宗族文化的代表地区之一，因青壮年多从事出海捕鱼作

业，家中妻儿老小需要基于亲缘与血缘关系的族人相互照应，故形成了联系密切的内部

宗族网络，这一宗族网络给外来人口增加了诸多社会融入壁垒，比如潮汕方言造成外来

人口难以在社会交往、文化接纳和身份认同等方面融入本地。 同时，潮汕地区的产业结

构以服装制造和玩具生产等低端制造业为主，进入门槛和技术含量低，较低的行业壁垒

使得本地人更愿意把生产环节的下游链条承包给血缘关系更近的族人而非流入本地的

外来创业者，从而挤出了移民创业。

表 ９　 机制检验：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的影响

Ｐａｎｅｌ Ａ（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选择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０２６）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ｎｅｅ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２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１８）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０．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６）

Ｆａｖ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０）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１８）

样本量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８８ １４５

Ｐａｎｅｌ Ｂ（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４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ｗｎｅｅ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０．０１１１∗∗∗

（０．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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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Ｐａｎｅｌ Ｂ（社会融入对移民创业意愿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３）

Ｆａｖｏｒ＿ｄｅｇｒｅｅ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０２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０２６）

样本量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７７ ６０７

六、 异 质 性 分 析

（１） 流动类型异质性检验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

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由农村向城市流动（也称“乡—城”流动）移民

的创业概率与意愿，对城市向城市流动（也称“城—城”流动）移民创业选择与意愿无显

著影响。 其中，“乡—城”流动移民指流入城市且具有农业户籍的移民，“城—城”流动

移民指流入城市且具有非农业户籍的移民。 可能的解释是：一方面，“乡—城”流动人口

的社会融入水平低于“城—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杨菊华，２０１５）；另一方面，
“乡—城”流动人口比“城—城”流动人口面临更大的宗族文化差异。

（２） 流动范围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

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跨方言大区流动移民的创业概率和意愿，
对同方言大区内流动移民的创业选择和意愿无显著影响①。 Ｗｅｉ 等（２０１９）借助中国流

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熟悉迁入地方言有助于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网络，减
少创业“壁垒”，更可能从事创业活动。 原因可能是，相较于跨方言大区流动的移民而

言，同方言大区内流动移民的户籍地方言与迁入地方言相似度更高，面临的沟通障碍更

少，具有更高的永久迁移意愿，有助于提高身份认同感、降低社会融入难度，推动异地

创业。
（３） 流动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

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移民的创业概率和意愿，对
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移民的创业选择和意愿无显著影响。 可能的解释是，一

① 方言数据来自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产业与区域经济研究中心官网，由刘毓芸等（２０１５）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系
统整理所得。 《汉语方言大词典》将汉语方言从粗到细依次分为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按照 １９８６ 年的行政

区划记录了各县级行政区方言。 本文按照 ２０１７ 年中国各县级行政区的行政代码对方言数据和 ＣＭＤＳ 数据进

行匹配，剔除无法识别地区代码的方言数据和方言残缺数据。 具体来看，中国汉语方言分为官话、晋语、赣语、
徽语、吴语、闽语、湘语、客家话、粤语和平话 １０ 个方言大区，北京官话等 ２５ 个方言区，京师片等 １０９ 个方言片。
如果迁入地县级行政区和籍贯地县级行政区属于同一方言大区，则流动范围视为同方言大区内流动，如果属于

不同方言大区，则流动范围视为跨方言大区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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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相较于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而言，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创

业概率更高。 根据 ＣＭＤＳ２０１７ 计算发现，平均来看，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群

体中从事创业活动的移民占 ３６．８０％，同一指标在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群体中为５１．１０％，
比前者高 １４．３０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相较于省（区、市）内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移民而

言，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移民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差异更大，社会融入难度更高。 虽然内生

性处理部分未发现城市间制度距离会显著影响移民创业，但是差异更大的省（区、市）间
制度环境会使移民面临更高的适应性成本，比如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习惯迁入地的制

度约束（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 因此，迁入地宗族文化对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移民创业

的抑制作用更突出。
（４） 流动方向异质性分析发现，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

大姓氏人口占比分别在 ５％、１％和 ５％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流入北方地区移民创业的概

率，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提高了流入北方地区

移民创业的意愿，第一大姓氏人口占比、前两大姓氏人口占比和前三大姓氏人口占比在

１％水平上显著降低了流入南方地区移民创业的概率和创业意愿。 可能的原因是：南方

地区比北方地区的宗族网络结构更紧凑、宗族文化更浓，以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宗

族网络联系更密切，同等条件下可能更加排斥外来人口。 比如，华南地区的宗族以聚居

为主，地方性规范较强、封闭性较高，这种团结型的血缘组织结构筑成了无形的融入壁

垒，排斥外来人口从事竞争性的创业活动，而华北地区的宗族以未出五服的小亲族为核

心，这种分裂型的小亲缘集团的排外性相对较低（贺雪峰，２０１７）。 北方地区宗族文化之

所以会促进移民创业，可能是北方平原地区因交通便捷、地形简单和人口聚集，宗族势

力更易被工业化和城镇化瓦解掉，导致多数宗族实际上“名存实亡”，少数宗族依靠族内

能人建立的家族企业或产业才得以保留。 为提升族内凝聚力和壮大集体力量，需要外

来人口的流入来发挥“鲇鱼效应”，以竞争促团结进取，从而推动了移民创业。

表 １０　 异质性分析结果

Ｃｌａｎ＝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Ａ（流动类型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流动类型 城—城流动 乡—城流动

Ｃｌａｎ －０．０３９３ ０．１５２０ ０．０８１７ －０．６４３２∗∗∗ －０．５２７２∗∗∗ －０．４９３９∗∗∗

（０．３７５５） （０．１９２５） （０．１８３５） （０．１８００） （０．１０４２） （０．０９７７）

样本量 １９ ５７３ １９ ５７３ １９ ５７３ ６８ ５６３ ６８ ５６３ ６８ ５６３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流动类型 城—城流动 乡—城流动

Ｃｌａｎ －０．４２７０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２７２ －０．７５８０∗∗∗ －０．５３２７∗∗∗ －０．５２３８∗∗∗

（０．３２５６） （０．１６５４） （０．１５８５） （０．１６２６）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８９７）

样本量 １７ ６８７ １７ ６８７ １７ ６８７ ５９ ６７３ ５９ ６７３ ５９ ６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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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Ｃｌａｎ＝ （１）Ｃｌａｎ１ （２）Ｃｌａｎ１＿２ （３）Ｃｌａｎ１＿３ （４）Ｃｌａｎ１ （５）Ｃｌａｎ１＿２ （６）Ｃｌａｎ１＿３

Ｐａｎｅｌ Ｂ（流动范围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流动范围 同方言大区内流动 跨方言大区流动

Ｃｌａｎ ０．３０６０ －０．２３７０ －０．２５５０ －０．８５３４∗∗∗ －０．４９４９∗∗∗ －０．４６５７∗∗∗

（０．３５３０） （０．２０４９） （０．２００７） （０．１８１８） （０．１０００） （０．０９３８）

样本量 ３３ ７７１ ３３ ７７１ ３３ ７７１ ５４ ３７４ ５４ ３７４ ５４ ３７４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流动范围 同方言大区内流动 跨方言大区流动

Ｃｌａｎ －０．０２６５ －０．２８００ －０．２８７０ －０．８９９６∗∗∗ －０．４８１６∗∗∗ －０．４８１５∗∗∗

（０．３３３８） （０．１９１０） （０．１８９７） （０．１５８６） （０．０８８９） （０．０８３１）

样本量 ２９ ３７３ ２９ ３７３ ２９ ３７３ ４８ １５０ ４８ １５０ ４８ １５０

Ｐａｎｅｌ Ｃ（流动区域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流动区域 省（区、市）内跨市流动 跨省级行政区流动

Ｃｌａｎ ０．１５３０ －０．０９７６ －０．２１８０ －０．６７２５∗∗∗ －０．４３１４∗∗∗ －０．３５６７∗∗∗

（０．２８３９） （０．１６９３） （０．１６５０） （０．１９５４） （０．１０５１） （０．０９８７）

样本量 ３３ １８９ ３３ １８９ ３３ １８９ ５４ ９５２ ５４ ９５２ ５４ ９５２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流动区域 省（区、市）内跨市流动 跨省级行政区流动

Ｃｌａｎ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９８５ －０．２０７０ －０．７２６７∗∗∗ －０．４１３７∗∗∗ －０．３７９７∗∗∗

（０．２７９９） （０．１６２５） （０．１５９７） （０．１６７８）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８６５）

样本量 ２９ ３０９ ２９ ３０９ ２９ ３０９ ４８ ２２７ ４８ ２２７ ４８ ２２７

Ｐａｎｅｌ Ｄ（流动方向异质性）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流动区域 流入北方地区 流入南方地区

Ｃｌａｎ １．０７２８∗∗ １．０５２４∗∗∗ ０．６２９６∗∗ －０．８９３４∗∗∗ －０．５５３２∗∗∗ －０．５２７９∗∗∗

（０．５４３２） （０．３７７８） （０．２６７６） （０．１７３３）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９１２）

样本量 ３２ ５２９ ３２ ５２９ ３２ ５２９ ５３ ２２０ ５３ ２２０ ５３ ２２０

被解释变量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ｗｉｌｌ

流动区域 流入北方地区 流入南方地区

Ｃｌａｎ ０．７４９０ ０．９９２４∗∗∗ ０．７２２６∗∗∗ －０．９１９５∗∗∗ －０．５０８８∗∗∗ －０．５１７７∗∗∗

（０．４８１１） （０．３２６０） （０．２３１９） （０．１５５８） （０．０８５４） （０．０８２７）

样本量 ２７ ９３７ ２７ ９３７ ２７ ９３７ ４７ ７１７ ４７ ７１７ ４７ ７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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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移民创业创造的大量就业机会在扩大本地就业市场规模、提高就业质量等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改善社会融合状况有助于打造适合移民创业的外部环境。 文化差异作

为影响社会融合的重要因素，可能会制约移民创业选择与意愿，本文主要考察迁入地宗

族文化是否会通过社会融入机制作用于移民创业。 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籍贯省（区、市）固定效应和迁入省（区、市）固定效应后，迁入地宗族文化显著降低了移

民创业的概率与意愿。 机制分析表明，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增加移民的社会融入难度

抑制创业。 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城—城”流动、同方言大区内流动和省（区、市）内
跨市级行政区流动的移民而言，“乡—城”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和跨省级行政区流动的

移民面临更高的社会融入难度，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受迁入地宗族文化的负向影响更

大；相较于流入北方地区的移民而言，流入南方地区的移民面临更突出的排外性问题，
创业选择与创业意愿受迁入地宗族文化的负向影响更大。

在采取控制潜在的遗漏变量和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仍可能存

在如下不足之处：第一，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而非针对移民的追踪调查数据，虽然控

制了大量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但是无法通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来避

免受不随时间变动的个体特征影响；第二，由于国家统计局仅在 ２００５ 年全国 １％人口抽

样调查中收集了姓氏信息，而随后的十余年里人口出现了明显的跨地区流动现象，宗族

文化可能发生了些许变化。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激发移民创业精神、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了些许思考：
（１） 从迁入地角度来看，要注重引导以宗族或姓氏为界限的“圈子文化”的良性发

展，塑造宜居宜业的社会融合环境，破除非制度性障碍，减轻宗族文化壁垒对外来人口

创业的阻力，尤其是对于“乡—城”流动、跨省级行政区流动、跨方言大区流动和流入南

方地区的人口。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市场化改革初期，宗族网络起到了保护企业家私有

产权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推动了农村地区工业化（Ｐｅｎｇ，２００４）。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

推进，宗族网络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劣势逐渐凸显，不仅会阻碍家族企

业跨地区经营，还对外来人口经营企业筑起了无形的屏障。 因此，地方政府必要时需做

出合理引导，减轻创业市场的“宗族身份歧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做到“对内对外”一
视同仁，向本地企业和外来企业提供同等均质的公共服务。

（２） 从户籍地角度来看，要意识到离乡务工到返乡创业的环境变化，重视县域补短

板强弱项，推动以县域为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通过“搭好平台、造好环境、搞好保障”吸引

更多“燕归巢”，充分发挥返乡创业人员的就业带动效应，为实现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迁入地宗族文化通过阻碍社会融入抑制移民创业，被挤出的移民可能会选择回乡创业，
而回到家乡县级行政区或乡镇行政区政府所在地往往是其首选①。 因此，以县域为重要

① 根据 ２０１７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不打算留在本地的移民中有 ６６％的人选择返乡，返乡群体中分别有 １７％
和 １０％的人打算回到县级行政区所在地和乡镇行政区所在地，并且因创业返乡的占比高达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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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推进返乡移民就近就地创业显得格外重要，不仅能够解决宗族文化冲突带来的社

会融入问题，平衡好顾家和就业，激发游子的返乡创业精神，还契合新形势下政府推进

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政策精神，发挥返乡创业人员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为乡村振

兴添砖加瓦。 例如，地方政府应结合实际情况，分析自身适合通过产业转移、输出地产

业升级、输出地资源嫁接输入地市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等

返乡创业模式中的哪一种或哪几种，打造具有特色的返乡创业就业模式，吸引更多的外

出务工人员从事创业活动。

参 考 文 献

Ｃｈｅｎ， Ｊ． ａｎｄ Ｍ． Ｈｕ， ２０２１， “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Ｈｕｋｏｕ⁃Ｂａｓｅｄ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７（５）： １０９５⁃１１１８．

Ｃｈｅｎ， Ｚ．， Ｃ． Ｍａ ａｎｄ Ａ． Ｊ． Ｓｉｎｃｌａｉｒ， ２０２２，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ｌａｎ：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ｏ
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３２（６４４）： １３７８⁃１４１３．

Ｇｒｅｉｆ， Ａ． ａｎｄ Ｇ． Ｔａｂｅｌｌｉｎｉ， ２０１０，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０（２）： １３５⁃１４０．

Ｐｅｎｇ， Ｙ．， ２００４，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０９（５）： １０４５⁃１０７４．

Ｒｉｐｂｅｒｇｅｒ， Ｊ． Ｔ．， ２０１１，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ａｒｃｈ Ｔｒｅｎｄｓ ｔｏ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ｔｅｎ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３９（２）： ２３９⁃２５９．

Ｓｕ， Ｆ．， Ｔ． Ｒａｎ， Ｘ． Ｓｕｎ ａｎｄ Ｍ． Ｌｉｕ， ２０１１， “Ｃｌａｎ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ｔｅｒ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Ｖｉｌｌａｇｅｒｓ' Ｃｏｍ⁃
ｍｉｔｔｅ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９（２）： ４３２⁃４５７．

Ｔｓａｉ， Ｌ． Ｌ．， ２００２， “Ｃａｄｒｅｓ， Ｔｅ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ｇ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８
（７）： １⁃２７．

Ｔｓａｉ， Ｌ． Ｌ．， ２００７， “Ｓｏｌｉｄ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１（２）： ３５５⁃３７２．

Ｗｅｉ， Ｘ．， Ｙ． Ｊｉａｏ ａｎｄ Ｇ． Ｇｒｏｗｅ， ２０１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５３（４）： ９８１⁃９９９．

Ｘｕ， Ｙ． ａｎｄ Ｙ． Ｙａｏ， ２０１５，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０９（２）： ３７１⁃３９１．

Ｚｈａｎｇ， Ｃ．， ２０２０， “Ｃｌａｎ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ｓ， ４８（１）： １００⁃１２３．

Ｚｏｕ， Ｊ． ａｎｄ Ｘ． Ｄｅｎｇ， ２０２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Ｓｏｃｉ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Ｍ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５９（３）： １０３５⁃１０５６．

陈斌开和陈思宇，２０１８，《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经济研究》第 ３ 期 ３５—４９ 页。
崔岩，２０１２，《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文化接纳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第 ５ 期 １４１—１６０＋２４４ 页。
费孝通，２００５，《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
葛剑雄和曹树基，２００１，《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郭云南和姚洋，２０１３，《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管理世界》第 ３ 期 ６９—８１＋１８７—１８８ 页。
郭云南、张琳弋和姚洋，２０１３，《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金融研究》第 ９ 期 １３６—１４９ 页。
郭云南、姚洋和 Ｊｅｒｅｍｙ Ｆｏｌｔｚ，２０１４，《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管理世界》第 １ 期 ７３—８９＋１８８ 页。
贺雪峰，２０１７，《南北中国：中国农村区域差异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国正、韩文硕、艾小青和迟远英，２０２１，《社会关系网络重构与流动人口创业活动———作用机理与政策含义》，《人



８２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口与经济》第 ３ 期 １—１７ 页。
刘冲、刘莉亚和李庆宸，２０２１，《“排斥”还是“包容”：传统宗族文化与现代银行发展》，《经济研究》第 ４ 期 １１０—

１２５ 页。
刘金凤和魏后凯，２０２２，《方言距离如何影响农民工的永久迁移意愿———基于社会融入的视角》，《中国农村观察》第

１ 期 ３４—５２ 页。
刘毓芸、徐现祥和肖泽凯，２０１５，《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 Ｕ 型模式》，《经济研究》第 １０ 期 １３４—１４６＋１６２ 页。
阮荣平和郑风田，２０１３，《市场化进程中的宗族网络与乡村企业》，《经济学（季刊）》第 １ 期 ３３１—３５６ 页。
万海远和李实，２０１３，《户籍歧视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经济研究》第 ９ 期 ４３—５５ 页。
王陈豪、王轶和李红波，２０２０，《宗族文化与企业并购收益》，《会计研究》第 ２ 期 １０１—１１６ 页。
王丹利和陆铭，２０２０，《农村公共品提供：社会与政府的互补机制》，《经济研究》第 ９ 期 １５５—１７３ 页。
严中平、徐义生、姚贤镐、孙毓棠、汪敬虞、李一诚、宓汝成、聂宝璋、李文治、章有义和罗尔纲，１９５５，《中国近代经济史

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
杨菊华，２０１５，《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２ 期 ６１—７９＋２０３—２０４ 页。
叶文平、李新春和朱沆，２０１８，《地区差距、社会嵌入与异地创业———“过江龙”企业家现象研究》，《管理世界》第 １ 期

１３９—１５６ 页。
余玲铮、娄世艳、王建楠和魏下海，２０２１，《城市的移民多样性与创业选择》，《经济科学》第 ２ 期 １３５—１４７ 页。
张博和范辰辰，２０２１，《稻作与创业：中国企业家精神南北差异的文化起源》，《财贸经济》第 ６ 期 ７１—８６ 页。
张心仪、孙伟增和陈思宇，２０２１，《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城市犯罪率？》，《世界经济文汇》第 ２ 期 ７１—８７ 页。
周大鸣，２０１６，《从乡村宗族到城市宗族———当代宗族研究的新进展》，《思想战线》第 ２ 期 １—７ 页。
周敏慧、Ｊｅａｎ⁃Ｌｏｕｉｓ Ａｒｃａｎｄ 和陶然，２０１７，《企业家精神代际传递与农村迁移人口的城市创业》，《经济研究》第 １１ 期

７４—８７ 页。
周颖刚、蒙莉娜和林雪萍，２０２０，《城市包容性与劳动力的创业选择———基于流动人口的微观视角》，《财贸经济》第 １

期 １２９—１４４ 页。


